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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[摘要] 企业型政府是当代西方政府再造 (reengineering government)核心理
念 , 也是实践的主导方向之一 。在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行政管理领域产生了深
远的影响 , 然而人们对其评价却褒贬不一 , 很有必要对其进行一次再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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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上世纪 80年代以来 , 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 ,
“新公共管理运动” (NPM)以其提供的一套相对高效率的政府治理形式而成为时代
的宠儿。“企业型政府” (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)则是其中的核心理念 , 也是实
践的主导方向之一 。在新西兰 、 澳大利亚 、加拿大 , 尤其是美国取得了很大成功 ,
对政府效率和效能的提高比较显著 , 从而暂时度过了政府合法性和有效性危机。美
国学者和实务专家奥斯本和盖布勒 (David.Osborne&Ted.Gabler)更是以其合著




企业型政府 , 就其内涵而言 , 是指 “政府部门由一群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管
理者所组成 , 他们能够运用各种创新策略 , 使原本僵化的官僚体制恢复活力 , 并有
效运用资源提高政府的效率”[ 1] 。作为企业型政府的纲领性宣言书 , 奥斯本和盖布
勒的 《改革政府》 清晰地勾勒出他们眼中企业型政府的大致轮廓。在实践中 , 企业
型政府的运作又不断丰富化和多样化 , 综合休斯(Owen E.Hughes)、胡德 (C.Hood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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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, 授予社区 、 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更多的权力 。







绩 , 政府有效性大大提升 。当然也出现了一些问
题 , 西方学者对企业型政府的批评一直不断 。胡









业型政府 , 这多少不够确切 , 惟有具有企业家精神
的政府方能准确表达该词的含义。奥斯本和盖布勒
的 《改革政府》 一书的副标题即是 “企业家精神如
何改革着公营部门” (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
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), 足见其中意味 。中国
台湾学者也将其翻译为 “企业精神政府” 。《改革政
府》 一书中提供了 “企业家” 一词的起源 , “1800
年法国经济学家 J.B.萨伊创造了这个词 , 他说
`企业家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
移到较高的地方' ” 。按照奥斯本和盖布勒的解释 ,








论的展开和实践的深入 。理论的解释力提高了 , 从




自我” , 无论是公共企业家 (Public Entrepreneur)
还是私营企业家 (Private Entrepreneur), 都有成其
为 “企业家” 的共同特质 , 这是无法否认的。琳达
·德莱恩 (Linda deLeon)就认为 “成功的企业家一






能与其他专业的行政官僚一样 , 在无意中养成 “窄
化的公共利益” (narrowly defined public interests)。
在行政作为上过度高估自己的重要性 , 低估他人的




个极端 , 偏重 “效率” 和 “效能” 以及 “经济”
(3E)的管理价值 , 而忽略了多元主义 (pluralism)、
行政伦理乃至代议制民主的政治价值 。 “公共行政
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石 , 强调追求人民主







式下 , 公共行政领域中 , 尤其是在提供公共服务的
过程中 , 几乎是没有风险可言的 , 政府对公共服务
的垄断使得风险最小化。但是在企业型政府之下 ,
政府通过市场取向和私营化 , 营造了竞争的环境 ,
这无疑给企业型政府本身带来了风险 。更重要的
是 , 在本质上 , 脱胎于私营企业家的企业型官僚也
喜欢冒险 , 这无疑给公共部门带来了震荡的危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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宾馆合作项目 (the hotel partnership project in Visalia
California)的失败就证明 , 企业型政府有天然的扩
张性和投资欲望 , 纳税人的钱承受着很大的风险 。
在民主社会 , 这是相当严重的行政伦理问题 。
有趣的是 , 尽管奥斯本和盖布勒小心翼翼地解
释 “ (公共)企业家并不追求风险 , 他们追求的是




的政府部门带来了冲击 , 注入了活力 , 但是它所带
来震荡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了 。企业家固有的自负 、
投机和我行我素的特质在多大程度上给政府部门带
来了负面影响 , 还有待观察 , 但其对公共利益构成
潜在的威胁却是不争的事实。企业家精神引入政府
















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 , 而 “新合同主义” 也成为企
业型政府的一块招牌从而广为应用。休斯就曾总






露标底 , 或者故意接受高于公共服务成本的价格 ,
进而进行寻租。而且在实践中 , 这种腐败的案例屡


















来公共管理的可能画面 , 但是在 “企业型政府” 的
理论和实践尚且受到质疑的情况下 , 是否存在这种
导向性改革的推动力仍是值得怀疑的 。虽然奥斯本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的危险大大增加 , 试图以此给事务官施加压力 , 鼓
励内部竞争和创新以提高绩效 。另一方面 , 新西兰
打破了高层文官的常任制度和晋升惯例 , 直接任命
优秀的私营企业管理精英进入政府担任高级文







认为 , “由数量广大的 , 政治上有党派意识的忠诚
骨干完成公共行政的工作 , 能够而且确实产生大规
模的腐败和有伦理问题的渎职现象 , 更不要说很差
的和效率低下的绩效” 。显然 , 古德塞尔和斯蒂尔
曼的批评过于尖刻 , 过分夸大了企业型政府文官制
改革的潜在危险 。古德塞尔一方面承认官僚型政府
体制下行政是低效率的 , 文官没有积极性 , 但另一
方面又认为没有了这种体制 , 社会 “将更加不平






“两分法” 的指导下建立的 , 目的在于减少腐败 ,
而企业型政府推行的泛政治化仍有可能产生同样的
问题 。按照休斯的观点 , 在公共部门管理责任已经
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, 泛政治化会使公务员因为政治
性过强而产生要求重新中立的倾向 。在这种情况
下 , “政治化仍然是一个潜在的问题” 。
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整体来看 , 在大多数企业
型政府占主导的国家 , 泛政治化似乎都成为一种不
可阻挡的趋势 , 不仅高层官员可以公开任命 , 在一
些比较重要的中低级公务员位置上 , 也出现了政治
任命的现象 。应该说 , 从管理效果角度来看 , 只要
不卷入党派政治 , 泛政治化将有助于提高企业型政
府的效率和有效性。当然 , 休斯仍然在警告 , “这
种方法 (企业型政府的泛政治化)和过去的公共行
政方法之间以及在完成工作和正当性之间存在着两
难的推理” 。一方面 , 泛政治化使得在保留了相当
旧公共行政色彩的企业型政府中有两套并存的内部








理运动中 “结果导向” (result driven)被人广为批




当的程序 , 因此 , 在某些时候是一种不民主的制度
安排。应该说 , 泛政治化加剧了这种危机 , 使有些
公共企业家为了效率和结果而牺牲部分公共利益。
库珀指出 , 民主是行政伦理的核心价值之一 , 为了
效率和结果而牺牲民主的做法往往是不可取的 。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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